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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皆伐法估算黔中喀斯特森林地上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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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确估算森林生物量对理解全球碳循环至关重要。 已有的喀斯特森林地上生物量估算研究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缺乏校

准数据检验研究结果的精度。 利用皆伐法，首次精确估算了我国西南贵州省中部喀斯特森林的地上生物量，并检验了已有生物

量回归方程和平均标准木法对该喀斯特森林地上生物量的估算效果。 该喀斯特森林的地上生物量为 １２２．８１ Ｍｇ ／ ｈｍ２，胸径（Ｄ）
≥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Ｄ＜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地上生物量分别为 １２０．００、２．５６、０．２４ Ｍｇ ／ ｈｍ２。 Ｄ 在 １０—３０ ｃｍ 范围内的

植株（８３．８９ Ｍｇ ／ ｈｍ２）是地上生物量的主要贡献者。 ４ 个优势树种（云南鼠刺 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川钓樟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猴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和化香树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的地上生物量为 １０３． ０３ Ｍｇ ／ ｈｍ２，占森林总地上生物量的 ８３． ８９％。 干

（６１．０４ Ｍｇ ／ ｈｍ２）和枝（４０．５６ Ｍｇ ／ ｈｍ２）的生物量远高于皮（１１．６１ Ｍｇ ／ ｈｍ２）和叶（６．８０ Ｍｇ ／ ｈｍ２）。 在物种水平上，已有生物量回

归方程（误差－５６．１０％—８４．６１％）和平均标准木法（误差－３６．４３％—－５．１４％）对该喀斯特森林地上生物量的估算效果均较差。
最后，建立了 ５ 个新的生物量回归方程。 本研究可为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精确估算森林碳储量提供基础校验数据和方法指导。
关键词：地上生物量；皆伐法；生物量回归方程；喀斯特森林；碳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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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３０．６％，是地球上最大的碳库，因此，精确估算森林生物量对理解点、区域和全

球尺度碳循环以及量化碳失汇意义重大［１⁃５］。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的国际生物学计划和人与生物圈计划，
到最近的全球森林碳平衡再评估，众多研究方法，包括地面观测、遥感解译和模型模拟等被广泛用于森林生物

量的估算［３，６⁃９］。 然而，传统的地面观测方法，如皆伐法、平均标准木法和生物量回归方程法，尤其是皆伐法，
依然是估算森林生物量的最精确方法［１０⁃１３］。 精确估算的森林生物量数据亦是遥感解译和模型模拟法结果校

验和不确定性分析的必需数据［１４⁃１５］。
喀斯特是水对可溶性岩石（石灰岩、白云岩和石膏等）的溶蚀和改造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地貌类型。

在长期的化学风化和溶蚀作用下，喀斯特地貌在生态敏感度、环境容纳量和稳定性方面呈现其独有的特

征［１６］。 喀斯特地貌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地，共有面积 ２２００ 万 ｋｍ２，约覆盖全球陆地面积的 １４．８％［１７］。 其中，以
贵州省、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是世界三大喀斯特集中分布区之一，杨汉奎

和程仕泽［１８］、朱守谦等［１９］和喻理飞等［２０］利用各自建立的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了贵州南部茂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峰丛洼地型喀斯特原生林的地上生物量，并首次指出，相比于中国东部同纬度带的非喀斯特常绿阔

叶林，喀斯特森林为低生物量森林。 曾馥平等［２１］利用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了广西西北部环江峰林平原型喀

斯特次生林的生物量，发现次生林生物量显著低于木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原生林的生物量。 刘长成等［２２］、
Ｌｉｕ 等［２３⁃２４］和 Ｇｕｏ 等［２５］利用生物量回归方程和遥感解译的方法，估算了贵州中部普定县境内的高原型喀斯

特次生林的地上生物量，结果表明普定高原型喀斯特次生林的地上生物量低于茂兰喀斯特原生林。 钟银星

等［２６］利用建立于非喀斯特森林的生物量回归方程和样方收获法对贵州北部印江槽谷型喀斯特地区不同植被

的生物量进行了估算，发现该槽谷型喀斯特森林的生物量低于茂兰峰丛洼地型和普定高原型喀斯特森林的生

物量。
从以上研究不难看出，生物量回归方程法是估算喀斯特森林地上生物量的主要方法，一个不分物种的统

一生物量回归方程常用来计算森林中所有物种的生物量［１８⁃２１］，甚至建立于非喀斯特森林的生物量回归方程

亦直接用于估算喀斯特森林的地上生物量［２６］。 这样的估算方法必定带来极大的误差。 更重要的是，生物量

回归方程法本身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杨汉奎和程仕泽［１８］、朱守谦等［１９］ 和喻理飞等［２０］ 利用各自建

立的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了茂兰喀斯特森林的地上生物量，而这些研究的结果差异极大，地上生物量变化从

８７．４３ Ｍｇ ／ ｈｍ２至 １６８．０２ Ｍｇ ／ ｈｍ２；而遥感解译法更是以不确定性较大的生物量回归方程法的估算结果作为校

验数据。 因此，这些方法虽然能够简单快速地估算喀斯特森林的地上生物量，但是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

精度存疑。 皆伐法测得的生物量数据准确可靠，是作为真值对其他方法进行校验和比较的最佳选择，利用皆

伐法精确估算喀斯特森林的生物量工作十分必要且紧迫。
本研究以黔中典型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研究对象，利用皆伐法精确估算了喀斯特森林的地上生

物量，检验了平均标准木法和生物量回归方程法（已有生物量回归方程）的估算精度，并基于皆伐的样木数据

建立了新的生物量回归方程。 本研究可为喀斯特森林生物量的估算提供基础校验数据，并为未来喀斯特森林

生物量的估算积累生物量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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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为中国科学院普定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的赵家田监测样地（１０５°４６′５５” Ｅ，２６°１６′３０” Ｎ，
１４４０ ｍ），是高原型喀斯特地貌类型的典型代表［２７］。 样地是在对整个流域踏查后选定的，能够代表当地的植

被、土壤和喀斯特生境状况。 气候类型为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据普定县气象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３ 年的观测记

录，当地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量分别为 １５．２ ℃和 １４３１ ｍｍ。
赵家田监测样地斜面面积 １０００ ｍ２（２５ ｍ×４０ ｍ），水平投影面积 ８１９．１５ ｍ２（２５ ｍ×３２．７７ ｍ），坡向为西南

坡，平均坡度 ３５°。 出露石灰岩在样地内随处可见，裸露率约为 ５０％。 棕色石灰土是样地内主要土壤类型，土
层较薄，仅有 ４４．７６ ｃｍ（２５ 个挖掘土柱的平均深度），但土壤有机碳含量和其他土壤养分含量较高。 样地内植

被类型为处于次顶极阶段（林龄为 ６０ 年）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乔木层高度 ６—１６ ｍ，郁闭度 ０．８５，平均胸

径（Ｄ）１１．７１ ｃｍ。 常见乔木树种有云南鼠刺（ 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猴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川钓樟（Ｌｉｎｄｅｒａ
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短萼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和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２８］。 灌木层一般 １—２ ｍ，优势

种有薄叶鼠李（Ｒｈａｍｎｕｓ ｌｅｐｔｏｐｈｙｌｌａ）、异叶鼠李（Ｒｈａｍｎ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掌叶梁王茶（Ｎｏｔｈｏｐａｎａｘ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和一

些花椒属（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植物。 优势草本植物包括黄鹌菜（Ｙｏｕｎｇ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香附子（Ｃｙｐｅｒｕｓ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光叶

兔儿风（Ａｉｎｓｌｉａｅａ ｇｌａｂｒａ）和几种苔草属（Ｃａｒｅｘ）植物。
１．２　 地上生物量估算

于 ２０１２ 年夏季对赵家田监测样地进行皆伐。 样地内所有植物用电锯或镰刀沿地面伐倒。 记录所有植株

的物种名，Ｄ≥１ ｃｍ 的植株记录胸径，Ｄ＜１ ｃｍ 的植株记录基径，所有植株均在伐倒后测量高度（Ｈ）。 木本植

物进一步分为干、皮、枝和叶 ４ 个部分，草本植物仅叶一个部分，并在野外测定各植株各部分的鲜重。 每一植

株各部分选择约 ５０ ｇ 鲜重样品（若总重小于 ５０ ｇ 则全部选择），带回实验室烘干（８５ ℃的烘箱内烘 ４８ ｈ）。 计

算各植株各部分的含水量，然后计算出每一植株地上部分的干重。 样地总地上生物量则为样地内所有植物地

上部分的干重之和。
Ｌｉｕ 等［２４］利用建立于同一流域内和周边喀斯特地区的现有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了同一流域内林龄、生境

和物种组成相似的一个喀斯特森林的地上生物量，本研究利用这些生物量回归方程计算赵家田监测样地内

Ｄ≥１ ｃｍ 的植株的地上生物量。 Ｄ≥１ ｃｍ 且个体数≥１０ 株的物种选择 ３ 株平均标准木（Ｄ 和 Ｈ 与平均值相

近），其余个体数＜１０ 株的物种当作一个物种处理，亦选择 ３ 株平均标准木，每个物种的地上生物量则为 ３ 株

平均标准木的平均地上生物量乘以株数。 单位面积生物量为单位水平投影面积下的生物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地上生物量及其分配

利用皆伐法估算的黔中喀斯特森林地上生物量为 １２２．８１ Ｍｇ ／ ｈｍ２，其中 Ｄ≥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Ｄ＜１ ｃｍ 的

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地上生物量分别为 １２０．００、２．５６、０．２４ Ｍｇ ／ ｈｍ２。 Ｄ 在 １０—２０ ｃｍ（４４．８６ Ｍｇ ／ ｈｍ２）和

２０—３０ ｃｍ（３９．０３ Ｍｇ ／ ｈｍ２）的木本植物占有较高的地上生物量，而 Ｄ＜５ ｃｍ、５—１０ ｃｍ 和＞３０ ｃｍ 的木本植物的

地上生物量较低。 ４ 个优势树种，即云南鼠刺、川钓樟、猴樟和化香树的地上生物量为 １０３．０３ Ｍｇ ／ ｈｍ２，占森林

总地上生物量的 ８３．８９％。 干（６１．０４ Ｍｇ ／ ｈｍ２）和枝（４０．５６ Ｍｇ ／ ｈｍ２）的生物量远高于皮（１１．６１ Ｍｇ ／ ｈｍ２）和叶

（６．８０ Ｍｇ ／ ｈｍ２）。
２．２　 生物量回归方程法和平均标准木法的估算精度检验

利用皆伐法估算的样地内 Ｄ≥１ ｃｍ 木本植物的地上生物量为 ９．８３ Ｍｇ。 在样地水平上，已有的生物量回

归方程和平均标准木法均低估了该喀斯特森林的地上生物量，前者精度略高于后者，但二者精度均尚可（表
１）。 而在种水平上，平均标准木法可以较精确地估算部分物种（云南鼠刺和短萼海桐）的地上生物量；但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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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量回归方程对所有物种地上生物量的估算效果均较差，误差高达－５６．１０％—８４．６１％（表 １）；植株 Ｄ 越

大，已有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的地上生物量误差越大（图 １）。 利用已有的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的样地水平的

地上生物量精度尚可的现象，是由各物种各植株地上生物量正负误差相抵造成的。

表 １　 生物量回归方程法和平均标准木法估算精度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ＧＢ）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ｌｌ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

物种 ／ 样地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Ｐｌｏｔ

皆伐法
Ｄｉｒｅｃｔ ｈａｒｖｅｓｔ

生物量回归方程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ｌｌ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平均标准木法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

地上生物量
ＡＧＢ ／ Ｍｇ

地上生物量
ＡＧＢ ／ Ｍｇ

误差
Ｂｉａｓ ／ ％

地上生物量
ＡＧＢ ／ Ｍｇ

误差
Ｂｉａｓ ／ ％

猴樟 Ｃ．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
川钓樟 Ｌ． 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 ４．６５ ２．０４ －５６．１０ ３．５８ －２２．９４

云南鼠刺 Ｉ．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７１ ３．３６ ２３．６１ ２．５７ －５．１４

化香树 Ｐ．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１．０８ １．９９ ８４．６１ １．０１ －５．８９

短萼海桐 Ｐ．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 ０．２４ ０．１４ －４０．９４ ０．１９ －２３．１１

其他物种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１５ １．６０ ３８．９７ ０．７３ －３６．４２

样地 Ｐｌｏｔ ９．８３ ９．１２ －７．１８ ８．０９ －１７．７４

图 １　 已有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的植株（Ｄ≥１０ ｃｍ）地上生物量误差（ｋｇ）

Ｆｉｇ．１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ｉａｓ （ｋｇ）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Ｄ≥１０ ｃ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ｌｌ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纵坐标 ０ 值水平线为各植株利用皆伐法估算的地上生物量值

２．３　 新生物量回归方程建立

建立物种地上生物量和胸径（Ｄ）或胸径的平方与高度的乘积（Ｄ２Ｈ）之间的多种回归关系（指数、线性、对
数、多项式和幂函数），通过筛选（Ｒ２值最大），获得了 ５ 个新的地上生物量回归方程（表 ２）。 猴樟和川钓樟属

于同一科的植物，且植株形态与木材碳密度相似，这两个物种数据共同建立一个生物量回归方程。 个体数较

少的其余物种数据共同建立一个其余物种通用的生物量回归方程。
这些新建立的生物量回归方程能较准确地估算该喀斯特森林所有物种的地上生物量，误差仅在

－１０．７６％—０．００％。 利用新构建的生物量回归方程计算的赵家田监测样地的地上生物量为 ９．２９ Ｍｇ，与皆伐法

精确估算的结果相比，误差仅为－５．５１％。

３　 讨论

生物量是森林生态系统的一个基本功能参数，是评价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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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２９⁃３０］。 因此，一直以来，科学家们高度重视森林生物量的估算，且世界各地各类型森林的生物量得到了广

泛的调查［４，２９，３１⁃３２］。 然而，仍然有少部分分布在偏远地区或特殊地貌上森林的生物量没有得到很好地了解，例
如喀斯特森林，其生物量特征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 在本研究中，利用皆伐法估算的黔中喀斯特森林的地

上生物量为 １２２．８１ Ｍｇ ／ ｈｍ２，虽然与刘长成等［２２］和 Ｌｉｕ 等［２４］利用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的结果（１１５．２ Ｍｇ ／ ｈｍ２

和 １３７．７ Ｍｇ ／ ｈｍ２）相近，但不同方法皆有各自的优劣势。

表 ２　 地上生物量回归方程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ｅｗ ｌｏｃａｌ ａｌｌ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胸径（ｃｍ）及样木数
ＤＢＨ （ｃｍ）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Ｏ．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Ｒ２

猴樟 Ｃ．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川钓樟 Ｌ． 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 １０．６≤Ｄ≤３６．２ 　 （ｎ＝ １４） Ｗ＝ ０．０１５３（Ｄ２Ｈ） ０．８６２ ０．８５２∗∗

云南鼠刺 Ｉ．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Ｄ≤１７．１ 　 （ｎ＝ ９１） Ｗ＝ ０．７２４７Ｄ１．６４３７ ０．６３８３∗∗

化香树 Ｐ．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４．５≤Ｄ≤３０．３ 　 （ｎ＝ ２２） Ｗ＝ ０．０１７４（Ｄ２Ｈ）＋２１．７６７ ０．８６１９∗∗

短萼海桐 Ｐ．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 ３．８≤Ｄ≤１４．４ 　 （ｎ＝ １０） Ｗ＝ ０．７４２７Ｄ２－５．６０２７Ｄ＋１７．８５ ０．９９６∗∗

其他物种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０≤Ｄ≤１９．２ 　 （ｎ＝ ３３） Ｗ＝ ２．０７３９ｅ０．２３０１ Ｄ ０．９１２４∗∗

　 　 Ｗ：地上生物量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ｋｇ）；Ｄ：胸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Ｈ：高度 Ｈｅｉｇｈｔ （ｍ）；∗∗：Ｐ＜０．０１

皆伐法破坏性较大，难以经常性操作，虽然它是估算森林生物量的最精确方法，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尤
其在当前封山育林、保护森林的大背景下，利用皆伐法来估算森林生物量是难以实施的；但该方法的有限实

施，可为我们提供更精确的森林生物量估算值，也能进一步提供更好的生物量回归方程，从而提高森林生物量

的估算精度。 但本研究中的皆伐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样地面积相对较小，二是选取的用于测定植物含

水量的样品量较小。 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能够考虑皆伐更大面积的单个样地或多个样地，以及选

取测定植物含水率的更多样品量，将进一步提高皆伐法的精确度。 而平均标准木法对平均标准木的选择依赖

极大，标准木选择具有较大的人为主观性，其代表性存在较多疑问。 因此，生物量回归方程法仍然是估算森林

生物量的最佳方法，且已被广泛应用［２９，３３⁃３６］。 然而，本研究对比发现，在样地水平上，生物量回归方程法因正

负误差抵消可巧合地较准确估算森林的地上生物量，但在物种水平上，利用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的所有物种

的地上生物量均存在极大的误差；另外，基于一个样地建立的方程能否应用于其他样地或者其他森林类型的

生物量估算，也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因此，生物量回归方程法虽然操作简单且精度有时尚可，但其推广仍然存

在较多问题，建立基于植物功能型而非物种为单元的更加普适性的生物量回归方程仍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当然，使用多种方法可以提供更精确的森林生物量估算，同时也能比较发现各自的缺陷，削减估算的不确

定性。
此外，对于喀斯特森林来说，其生物量研究起步较晚，积累的生物量回归方程较少，一个不分物种的统一

生物量回归方程［１８⁃２１］或少数几个物种的生物量回归方程［２２⁃２３］ 常被用来估算喀斯特森林的生物量，这是远远

不够的。 因此，本研究为未来喀斯特森林生物量的估算积累了更多的生物量回归方程。
无论是利用皆伐法估算，还是利用地上生物量方程估算喀斯特森林的地上生物量［２２⁃２５］，以及利用土柱挖

掘法和根系生物量回归方程估算其根系的生物量［２４，３７］，这些研究均表明，与我国同纬度带非喀斯特常绿阔叶

林相比，喀斯特森林为低生物量森林［３８⁃４１］。 但不同喀斯特地貌上生长的喀斯特森林组成是有差异的，因此，
将本研究（高原型喀斯特地貌）的生物量及其分配特征外推到中国西南其他类型喀斯特森林（如贵州南部的

峰丛洼地型，贵州北部的槽谷型、广西西北部的峰林平原型和云南东北部的断陷盆地型等［２７］ ）是不可取的。
因此，需要建立各自森林的生物量回归方程，或者，在不同地貌类型上皆伐更多的森林样地。 然而，本文的研

究方法和积累的生物量回归方程对其他类型喀斯特森林的生物量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尤其是共有物

种的生物量回归方程。 而且，利用皆伐法精确估算喀斯特森林的生物量，不仅可以为其他生物量估算方法

（生物量回归方程法、遥感解译和模型模拟）提供基础校验数据，亦能为喀斯特地区区域碳储量估算、植被恢

复和石漠化缓解做出贡献。

９５４４　 １３ 期 　 　 　 刘立斌　 等：利用皆伐法估算黔中喀斯特森林地上生物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４　 结论

本研究首次利用皆伐法精确估算了我国西南喀斯特森林的地上生物量，并对生物量回归方程法和平均标

准木法的估算效果进行了检验。 该喀斯特森林的地上生物量为 １２２．８１ Ｍｇ ／ ｈｍ２，低于我国同纬度带非喀斯特

森林的地上生物量。 已有的生物量回归方程和平均标准木法估算喀斯特森林地上生物量的效果均较差。 本

研究建立了 ５ 个新的生物量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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